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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考录取制度与匹配质量：基于择校机制理论的实证研究”

（71173127），项目负责人：钟笑寒，在结题评估中获得“优”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自那时起，每年有数百万高中毕业生通过这一制度，设法获

取进入上千所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大学录取制度对于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每个个人的命运都

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高考，作为中国大学录取制度的核心特征，就是通过相对统一的高考环节、相对单一的高考

成绩作为大学录取学生的几乎唯一标准。它极大了简化了录取过程，也保证了一定意义上的公平

性。这和美国等国家的“分散”录取机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在这一相对统一、集中的制度

框架下，在不同时间、地区具体执行的若干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从重大的改革措施来讲，主

要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从最早的考前志愿填报（简称“考前报”）逐步过渡到了考后不知分填

报（“估分报”），直至最后完全实现考后知分填报（“知分报”）；二是从“无平行志愿”的志愿优

先机制，逐步过渡到“有平行志愿”的志愿分数兼顾的“混合”机制等。 

如何看待高考制度的利弊得失？更为具体的，如何评价上述这些大学录取制度变化的政策影

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简单。经济学中近期发展起来的匹配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与方法支撑。匹配理论研究异质的交易双方如何进行交易以达到社会理想的资源配置结

果。为了理解匹配理论研究的交易性质，可以对比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这一经典的市场机

制研究的是同质产品的交易，即在给定价格下，买卖双方对于交易对手是谁并不在乎（虽然交易

各方仍然对于价格有不同的接受能力）。匹配机制研究的交易双方的异质性，意味着即使是在给

定价格下，交易者仍然十分在意交易对象是谁。即以大学录取为例，清华大学可能属意于某省理

科状元，即使他缴纳的学费低于某一个考分更低的学生。某考生可能并不特别在乎学校学费的多

少，而执意于某一心仪的高校。更有甚者，很多匹配市场上甚至禁止采用金钱进行交易，即不允

许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除了大学录取，匹配的例子包括婚姻（市场）、器官捐献、选课、甚至劳

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和工人的匹配等极为广泛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交易双方存在异质性、甚至价格都不能发挥作用的匹配“市场”中，是否

仍然存在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社会合意结果？如果存在，能不能找到一种合理的机制来实现它？

这显然是匹配理论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匹配理论成果地解答了这些问题，他们发现，在较为一

般的条件下，存在社会合意的匹配结果（即稳定结果或“核”），并且发现了找到这一结果的机制，

即有名的 Gale-Shapley 机制。 

有意思的是，在缺乏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引入“平行志愿”，恰

好是在向这一有名的机制靠近。我院访问教授陈岩老师和她的合作者对于这一制度变革进行了详

尽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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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合作者的一项研究则是针对高考制度的另一个变革，即从“考前报”到“知分报”。有

一种看法认为，考前报的好处是迫使考生在高考前进行“自选择”，特别是在志愿优先的所谓“波

士顿机制”（以美国波士顿地区高中录取采用此种机制得名）下，志愿填报顺序至关重要。那些

平时学习好、内在能力高的学生，会选择好学校作为“第一志愿”，而相反那些平时学习差、内

在能力低的学生，会“自愿”放弃好学校作为第一志愿，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样做并不值得，反而

可能失去第一志愿带来的“先行优势”。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则对理论和实践都带来挑战。

首先，从理论上，它可能否定了向 Gale-Shapley 机制靠近是一种改进，因为很容易发现，在

Gale-Shapley 机制下“自选择”功能必定消失，学生的录取一定是以高考分数来“一考定终身”。

其次，从实践上，也挑战了目前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方向。 

我和合作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发现，“考前报”发挥其

“自选择”功能的前提条件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换个更为学术性的说法，“自选择”通常不是

一个均衡的结果。我们一旦假定 N 个学生中的 N-1 个采取了“自选择”做法，那么不难发现，

剩下的一个学生，哪怕他（她）只有很小的机会被超过他能力的好学校录取，他（她）选择这一

“超标”学校作为第一志愿就是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她）有机会赢得这一好学校，一旦“失手”，

他（她）以第二志愿选择其“够格”的学校，可以保证自己得到这个学校。按此下去，会有更多

的学生“逃离”“自选择”策略，使得整个设想的理想结果崩塌。
2
 

尽管我们得到了这一“悲观”的结果，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首先，我们发现仍然有一些方

法可以“改进”考前报，使之趋向于“高能力高就”的“事前公平”结果，减少志愿填报个数就

是一种可能的方法。它可以使得那些“投机者”失去“备选志愿”的后路，迫使其进行自选择。

其次，虽然理论上证明“自选择”不是均衡结果，但现实中的个人往往无法如此理性，“自选择”

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公平感的个人来说。我们的一些实验与

实证结果也支持在一定条件下，“自选择”行为仍然是一种“流行”的行为方式，“考前报”也在

实际中有不错的表现。
34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 

关于大学录取制度的研究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和成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想再提

一个未来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即大学在大学录取中的策略性行为。对于大学录取制度，目前的研

究主要偏向于考虑学生在该机制中的策略性行为，而忽略了大学可能采取的主动行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大学无疑是主角之一。在大学录取这一涉及到大学“核心利益”的市

场中，大学更是倾尽全力争夺优质生源。诸如大学扩招、合并、更名、自主招生等这些“大招”

都和大学录取中大学的竞争性行为相关。未来的研究我们将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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